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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农村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乡村文化正逐步衰变，主要表现为乡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与乡村文

化“去公共性”、农民价值认知失衡与乡村文化的诸多异变，乡村文化发展及其治理“内卷化”。有效应对乡村

文化的衰变，必须以新农村文化建设为契机拓展乡村公共空间并提升其文化再生产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传播为基础，对农民价值认知的失衡进行引导调节；创设文化专项资金并对接到农民文化组织以破解乡村

文化建设的“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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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y of Chinese rural culture and response to it  

 HAN Peng-yun 

 (Faculty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culture is decaying with the fast and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market economy, which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first one is the shrinking of the rural public space and the loss of publicity 
of the rural culture. The second one is the imbalance of the value-conscious of farmers and the changes of the rural 
culture. The final one is the rural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its governance involu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completely, we should make efforts in three areas: First of all, we should expand the rural public space t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culture by the new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Secondly, we should make the culture play a 
regulatory role for villagers’ value-conscious based on the spreading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irdly, We should set 
special funds for culture and use it in farmers ‘cultural organizations so as to get rid of the involution of the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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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是一种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型的非

物质性公共品， 主要功能是作用于乡村公共空间和

农民个体的价值认知，进而作用于村民生产和生

活。乡村文化建设与整个乡村社会基础乃至村庄治

理有机关联，是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败的重

大工程。随着现代性向乡村的延伸和市场经济的渗

透，我国乡村文化开始发生衰变。目前学界对于关

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与乡村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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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民间文化艺术等主题，虽

然研究内容丰富，但鲜有深入透析农村文化衰变的

研究成果。基于此，笔者拟从乡村公共空间萎缩，

农民的价值认知变异、乡村文化发展及其治理“内

卷化”三个维度对乡村文化衰变予以剖析，进而提

出其应对之道。 

一、公共空间萎缩与乡村文化“去公共性”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庄社会有机体内以特定空

间加以相对固定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

方式，大体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人们

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二

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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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形式。”[1]笔者认为，乡村公共空间是村庄共

同体成员在生产生活中所享有的公共性的社会关

联和人际结构。它能生成规范并实现价值的再生

产，从而达成内生秩序。乡村公共空间的大小及其

价值再生产能力可以从其公共场所、公共资源、公

共人物、公共事件或活动表现在四个维度来衡量。

这四个维度的内在关联机制为：在公共场所和公共

资源的基础上，由公共人物组织相应的公共活动，

在此基础上塑造具有公共权威的乡村规范体系，实

现公共价值的生成、变迁和再生产。 
乡村公共空间是随着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和社

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的。分田到户之后，在打

工经济和阶层分化的推动下，乡村公共空间开始逐

步变化。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乡村公共空间快速
萎缩，公共空间的文化再生产能力日益式微，主要

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乡村公共场所的减少。公共场所是指用

于村民相互交流和联络的公共性地点，村民可以自

由进入或退出，在其中分享信息或获得闲暇的享

受。在分田到户之前的人民公社时期，由于集体劳

动制和政治运动的推动，用于劳动集合或村民会议

的场所多属于“行政捆绑式”的正式公共场所，而

家庭联产责任制之后，正式公共场所逐步让位于农

民自发聚集形成的非正式公共场所。农业商品化程

度的提高和打工经济的盛行使农民阶层出现了多

元分化，其生产生活方式出现较大的差异，心理陌

生感也逐步增加。村庄开始由熟人社会逐步转变为

半熟人社会，个体家庭的私密性空间日益扩张，公

共场所的数量则日益减少。 
其二是乡村公共资源的萎缩。乡村公共资源可以

分为两种，一种是指村集体共有的物质性资源，包括

各类固定资产和增值收入等；另一种是乡村的权威性

资源，指村组治理公共事务的组织等。物质性资源主

要用于乡村公共的基础设施建设或其他社会福利事

业等，是进行乡村治理的必备物质资源。分田到户之

后的税费时代，尽管可以通过收取税费的形式获得部

分村集体物质资源，但由于基层治理不完善，诸多集

体资产被变卖或消耗，甚至出现了严重负债。税费取

消后，乡村集体只能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

转。同时，乡村的权威性资源也大打折扣，村集体和

农民呈现出“悬浮—冷漠”的关系特征，在基础设施

建设的组织合作等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可以说，随着

乡村公共资源的萎缩，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结和组织联

结纽带断裂，乡村公共空间逐步失去了基础性依托。 
其三是乡村公共人物逐渐隐退。乡村公共人物

指在乡村政治、经济或文化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号召

力和组织力的骨干或精英人物，他们往往公心较

强，能力也较强，愿意为乡村公共事务或公益事业

做出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公共人物逐渐减少，原

来在乡村积极和活跃的角色也逐渐隐退，主要原因

是随着外出人口流动的加快，乡村的诸多青壮年劳

动力大量外流，公共性事务或活动难以组织，乡村

公共人物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舞台。同时，诸多骨

干或精英人物的生活面向多在乡村之外或忙于生

计而无暇参与乡村事务组织。公共人物的日益减少

使乡村公共空间缺少了人才支撑。 
其四是乡村公共事件和活动的式微。乡村公共

事件和活动是公共价值空间的核心载体，指乡村组

织开展的集体行动。它可以是乡村政治活动例如选

举或会议，也可以是经济活动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或

维护，还可以是文化活动例如风俗节庆或红白喜事

等。公共活动是乡村公共生活中主导性价值规则的

集中体现，同时又不断再生产和再强化规范。公共

事件和活动在当下乡村公共生活中日益式微，只要

不涉及到核心家庭的具体利益，普通村民就很少去

参与乡村公共事件或活动，而热忱于个体或家庭之

间的私密活动。 
公共场所减少和公共资源萎缩使空间产生失

去基础条件，公共人物的隐退使空间产生失去组织

力量，公共活动无法组织也难以调动农民参与的积

极性，公共空间的价值已难以再生产。其深层原因

在于共同需求的逐步瓦解，也即随着市场经济因素

的渗入和农民阶层的分化，生产生活方式开始多元

化、异质化。同时，社会流动的加剧进一步导致村

民对乡村的疏离；乡村集体经济的衰退也使村庄规

范约束力弱化。在上述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乡村

公共空间的萎缩成为必然。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的基础性支撑，

而随着公共空间的逐步萎缩，乡村公共文化所赖以

生发的群体性基础逐步瓦解，乡村文化“去公共

性”、“私人性”和“封闭性”特征愈加彰显。由此

带来以下后果：乡村文化生活单调。农民的文化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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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要来自于大众传媒，且以电视为主，农民被动

接受而难以具有真切感知和参与，难以获得共同体

验和可通约性；村民文化生活质量下降。虽然村民

闲暇时间日益增多，但文化生活质量却在下降。不

少农民闲暇时间孤独无聊，主要通过打麻将、打牌

或看电视等作为文化消遣，难以产生积极的人际交

流和健康的文化体验；乡土文化开始逐步消逝。传

统乡土民俗文化集体活动急剧减少甚至销声匿迹，

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二、农民价值认知失衡与乡村文化的异变 

农民的价值认知可分为基础性价值认知、社会

性价值认知、本体性价值认知三种类型[2,3]。笔者所

指的农民价值认知主要包涵了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

价值两方面：所谓本体性价值也即意义归属问题，

指农民对有限生命如何具有超越性意义的终极思

考。如传统村民将自我本体性价值归结为从祖荫中

获得自身的结构性位置，以“香火”继替来完成家

族的延续；在本体性价值稳定的基础上，乡村的社

会性价值就表现为较为强烈的伦理本位和现实指

向，明显的表征即家庭和谐和孝道秩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性的侵入和工

具理性的不断萌生，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根基开始动

摇甚至出现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个

体层面上看，农民的人生目标已经发生了更替，传

宗接代的“香火”延续观念开始断裂，农民逐步卸

下了对无限意义的超越性追求，更多地关注当下自

身的有限生命过程。由此农民的人生态度也逐步洒

脱起来，长远预期被放弃。二是从家族或家庭层面

看，农民的家族观念已经十分淡薄，认同单位正在

由宗族等大单位向小亲族甚至原子化趋势不断演

化，原所归属的“差序格局”逐渐被“工具性差序

格局”所替代：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实利

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

从格局的中心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

递减；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

现其实利目标[4]。 
农民的本体性价值逐渐崩塌，社会性价值在没

有本体性价值强力支撑的情况下也出现了紊乱，不

再讲究节制和追求信念，取而代之的精神的荒芜和

伦理秩序的异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基本层面： 

首先是农民个人层面的精神信仰问题，表现为

追求现世，不再追求超越性价值体验。一方面是农

民个体对自身归属“历史感”的逐步隐退，表现为

个体对家族延续的超越性感情体验的衰退。在小亲

族甚至宗族地区，在生育观念上也越来越理性，养

儿防老的观念已经开始淡化，短期的利益在生活中

所占分量越来越重要。而原子化地区体现的尤为明

显，例如在湖北荆门地区农民已经较少传宗接代的

男孩偏好，很多独女户即使政策允许也不再要二

胎，这种家庭在当地还往往被别人羡慕，因为父母

可以将更多的物质财富用于自身。二方面是农民自

身对“当地感”的体验日益淡薄。所谓“当地感”

即农民对于自身所存在时空的归属感，或称为“我

们”感。随着农民阶层分化的不断加剧和打工经济

的不断流动，地缘和血缘关系所编织起来的归属网

络已经逐步失去了约束力，宗族型地区的归属感日

益淡化，原子化地区甚至只以核心家庭为至上的重

心。很多地区有经济能力的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逐

步搬离村庄，留守人员的老龄化和弱势化进一步弱

化了乡村的价值生产能力，反向地导致“在地”认

同感进一步降低。 
其次是农民的社会性价值呈现为短期化、利益

化、理性化，尤其体现在婚姻关系和代际伦理问题

上。农民家庭内部的婚姻和代际关系问题是农民个

体问题的延伸。在 90 年代之前的乡村社会，婚姻
伦理并没有成为一个焦点性问题，婚姻和家庭和谐

稳定被认为是被认为成个人价值的一部分。但随着

打工经济的急剧推动和人口的频繁流动，村庄中年

轻人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开始发生剧变，婚姻和家庭

关系日益脆弱化，离婚风潮高涨，人们对此已不再

予以道德和价值的评判；更为严重的是代际关系问

题，表现为代际失衡和代际剥削问题严重，主要表

现在子代的婚嫁和孙辈的照料等家庭事务成为父

辈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子代却难以在赡养老人的过

程中投入细致的慰藉，大多是按照生存的基本标准

给予回报，在一些严重的地区，高强度的代际剥削

导致老年人自杀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可以说，“交

换型”已成为目前农村家际代际关系的新动向。“这

种代际关系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交换内容讲究清晰

化、交换时间强调即时性，并日渐成为乡村社会中

规范家际代际关系的新秩序。此种秋序下，亲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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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生发出自己的生存策略：做乖老人和理性化的

反馈。交换型代际关系将亲子关系拉向了冷冰冰的

交换关系，这本质上是一场‘双输’的博弈[5]。” 
农民是乡村文化延续的核心力量所在。随着农

民价值认知的异变，乡村文化发展的个体性基础已

日渐衰败。其带来的文化后果也可总结为两个方

面：其一是乡村文化的空虚化。在本体性价值断裂

趋势的影响下，村民不断追逐感官刺激和即时消

费，其中以日益泛滥的赌博和地下六合彩现象最为

凸显。而在文化虚空的空档中，越来越多陷入精神

迷茫的村民开始转向其他途径需求精神慰藉，从而

造成了当前日益严重的地下教会和各种农村邪教

问题。其二是乡村文化的庸俗化。这主要表现在日

益强烈的面子竞争和人情异化等方面。随着农民社

会性价值的短期化和利益化，面子竞争和人情异化

成为一种必然。笔者在全国多地的实证调研证实，

乡村社会的面子竞争日趋剧烈，在财富多少、建房

标准、消费档次等方面存在强烈的攀比现象，甚至

出现了在丧礼上请歌舞团跳脱衣舞也进行攀比的

伦理怪现状；而在人情方面也是如此，本来人情往

来是乡村血缘和地缘关系进行凝聚力再生产的途

径，但在一些地区却变成了炫耀或敛财的工具，以

至于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来往的标准剧烈攀

升。尽管很多人都感觉这是无谓的铺张浪费，自身

也感觉难以承受，却又不得不参与其中以免被乡村

的关系网络边缘化。 

三、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卷化”及其表征 

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衰变和农民价值认知的

失衡根植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之

中。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现代性因素的侵入必然导

致传统农业文明时期的空间及价值基础逐步解体，

这也许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所不

可回避的现象。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工业化和城

镇化发展是总体的发展方向，但限于我国的具体国

情，不宜通过急剧城市化的方式来彻底消灭乡村，

否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危及社会的稳定

和发展。反之，应保持稳健型乡村现代化发展道路，

即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以乡村的可持续

发展为本位。进而，坚持以乡村自身为本位，就必

须重新凝聚共同体意识，使村庄具有公共活力，使

村民可以在其中安身立命并获得价值和意义。为了

达成这一战略性目的，关键性的措施即是重建乡村

文化，以“软性”的文化力量来培育乡村公共空间、

调节农民价值世界：对于乡村公共空间而言，乡村

文化建设可以培育支撑空间的社会资本。文化建设

能活跃乡村社会的公共场所，调动起公共人物的积

极性，营造公共活力，可以进一步培养信任和合作

意识增加社会资本的增量，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有助

于乡村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养成，从而提高农民对公

共生活的预期；对于农民价值世界而言，乡村文化

建设可以发挥精神寄托作用。文化建设尤其是群体

性文化建设能通过群体性活动使农民参与其中，并

从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在公共群体的

关系网络及交流沟通中重新建构价值基础。 
正如上文所分析，在遏制乡村公共空间衰变和

农民个体意义失衡的应对措施中，乡村文化建设是

新农村建设亟待解决的基础性命题。进入 21 世纪
之后，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满

足农民文化需求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笔者认

为，当前文化建设却没有切中要害，乡村公共空间

和农民个人意义领域并没有被成功激活，甚至诸多

举措陷入了“内卷化”的状态。“内卷化”作为一

个理论范畴来源于人类学，意指事物的发展陷入停

滞状态，难以实现效率的提升和效益的突破。之后

黄宗智和杜赞奇将其引入中国乡村研究。所谓“内

卷化”指不能很好地实现预期意图，难以实现“实

质”突破的路径徘徊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

乡村文化建设在维护村庄本位，营造乡村公共空间

及调节农民个人意义等方面出现了治理“内卷化”

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财政投入而忽视农民参与。随着国

家的重视，各级财政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大幅度

增加，投入的方向主要是硬件性的基础设施建设，

例如文化室、综合文化站、文化广场等。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确实对城乡文化一体化的构建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皆采取的是项目制的形式，也即文化项目

财政投资主要由文化主管部门通过“条条”单位或

部门进行规划并审批，这些单位或部门是项目的

“业主”，而作为文化需求方的农民却难以有效参

与到项目的偏好表达和决策中，而项目“业主”又



 
 

第 16 卷第 1 期                      韩鹏云 中国乡村文化的衰变与应对                                53 

无法甄别每个村庄的具体需求从而只能从自身的

逻辑出发，倾向于按照“一刀切”、“撒豆子”的方

式进行资源输入，甚至有些演变成“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从而难以完全契合乡村的实际，造成需

求与供给的断裂。 

其次是重视“送文化”而忽视“种文化”。在

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文化的供给往往更多地体现

为城市化的思维，认为乡村文化是需要被精英文化

改造的对象，高度重视各种基层文化信息共享工

程、农家书屋工程等，却忽视了农民在文化建设中

的主体性地位。“送下去”的文化往往难以在乡村

社会扎根，甚至有些与农民的需求难以有效对接。

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对文化站、农家书屋、体育建

设设施这三种农村主要文化设施使用情况很不乐

观，有 79.1%的农民从未去过文化站或参加过其他

组织的活动，没有去过农家书屋的人的比例高达

90.9%，而经常使用体育建设设施进行锻炼的农民

也只有 13.6%。可以说从未使用过农村公共文化设

施的农民占到了绝大多数，只有较少的一部分人偶

尔使用过这些设施，而且在他们使用过后，也并没

有经常性的重复使用。所以经常使用的农民人数比

例极小，由此基本可以推断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实

际使用情况不太理想[6]。 

再次是重视保护文化及发展文化产业而忽视

发展内生型文化。当前各级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中

的一个重要举措即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

图以此来保留乡村文化的“原生态性”，但这种措

施往往并没有真正使乡村文化的生命力得以延续，

反而“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作为日常

生活的民俗一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从其生存

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进入被生产、被建构的陌生化

过程，使非物质文化越来越远离其日常生活形态的

本真样貌[7]”。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化也是政府尤其是

地方政府发展乡村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一方式

确实在推动文化多样性、形成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文化产业化往往将乡村文化尤其

是具有乡土特色文化形塑为都市文化的消费对象，

商品化属性的急剧膨胀最终使其性质发生变异，乡

土文化的自身价值认同却难以彰显乃至逐步泯灭。 

四、乡村文化衰变的应对 

随着乡村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农民价值认知的

变迁，乡村文化正在走向衰变。而当下所推进的乡

村文化建设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反而在一定程度

上陷入了“内卷化”的状态。这启示我们，必须从

两个层面共同努力予以应对：从宏观层面上，乡村

文化衰变的根源在于乡村公共空间衰败和农民价

值认知的失衡，乡村文化建设应在拓展公共空间、

提升价值生产能力及引导农民价值观等方面入手；

从微观层面上看，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内卷化”的

状态原因在于很多文化建设举措没有吸纳农民真

正参与，难以激发农民自组织的力量，文化建设难

以从乡村社会内部扎根。不可否认，当下乡村文化

建设的诸多措施也能使农民的文化需求得到一定

的满足，但问题在于，如果固步自封，不从宏观着

眼、微观入手，就难以遏制衰败的趋势，既难以实

现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又会最终影响到稳健型

的乡村现代化发展道路。基于此，笔者认为乡村文

化衰变的应对之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为契机，拓

展乡村公共空间并提升价值生产能力。在市场经济

急速发展和现代性因素不断侵入乡村的条件下，乡

村公共空间和农民个体意义领域的衰变难以由乡

村自身自动修复，而必须借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

战略部署。一是在宏观上，坚持“硬”件和“软件”

共同推进，“送文化”和“种文化”协调搭配、资

源投入与组织建设并重的原则，形成人人参与文化

建设、人人享受文化的浓厚氛围，“从农民可以得

到的合乎他们现实处境与需求的方面来重建他们

的文化，重建他们的本体价值观，使他们在这个变

动的社会中仍然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价值，生存有意

义[8]。”二是在微观上，尤其重视开掘民俗民族文化

的生命力，通过集体性的文化形式开拓乡村公共空

间。我国乡村文化发展源远流长，民俗民族文化资

源丰富，民间戏曲、舞蹈、音乐等文化活动内容生

动、贴近需求，符合农民的审美心理，而一些秧歌、

龙灯、腰鼓等文化形式还能让农民参与其中，往往

对乡村公共价值具有开拓作用，能让农民寻求到精

神的意蕴，由此应挖掘并培植具有本土特点的文化

活动形式，并予以改造和创新。另外，再多文化资

源也需要乡土文化骨干或带头人的组织作用，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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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化人才具有热情和积极性，不仅可以推动文化

建设，而且还能维护乡村的价值规范，由此，对乡

土文化人才应给予重视和支持，推动他们在文化活

动进一步发挥作用。 
其次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为基础，对

农民的价值认知进行教化调节。在当前乡村社会农

民价值世界出现失衡的状况下，重塑价值体系成为

一项战略主题。重塑价值体系不可能单纯依靠乡村

社会自身，而必须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参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和社会推动的价值体

系塑造工程，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色，其

对乡村文化建设和农民价值世界的重塑具有引领

作用，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营造浓厚氛围和有效传

播，以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价值理念对农民的价值

认知进行引导和浸染，使其内化并转化为具体的社

会行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在乡村社会的

传播过程中，应注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

进行具体化和生动化，一是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中的孝道文化。孝道伦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乡村社会的具体体现之一，通过孝道伦理的宣扬可

以促进代际关系和谐发展，塑造幸福美满的家庭基

础；二是加强集体意识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农民

对集体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营造和谐共进的乡村

氛围；三是通过讲文明、树新风、扬正气的宣传和

文化活动，弘扬社会正能量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

式，引导农民自觉抵制黄赌毒及地下邪教等消极文

化现象的侵蚀。 
再次是创设文化专项资金并对接到乡村文化

组织，发展内生型文化和民俗民族文化。乡村文化

的主体是农民，调动起农民积极性和参与热情的内

生型文化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源泉所在。所以应大力

扶持农民自发的文化组织或民间文化组织，调动其

积极性和参与热情，使其更好地自发提供乡村文化

福利。农民文化组织尤其是自发的文化组织产生于

民间，主体是农民的文艺骨干分子，了解农民的文

化需求，提供的文化活动喜闻乐见且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能得到农民的认可和喜爱，农民很多时候

还乐于主动参与，不仅能通过活动内容发挥娱乐作

用，还具有生动、贴切的教化功能，增加农民对乡

村的家园意识和认同感。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

前一些农民文化组织尤其自发的文化组织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资源投入问题，因为村级组织往往是无

资源的“空壳村”，让农民分摊或集资也难以避免

“搭便车”的困境，很多优秀的农民文化组织在无

资源的情况下逐步萎靡乃至解散。由此笔者认为可

以通过政府文化专项资金对村庄的投入，破除资源

匮乏的困境，重新激发起农民文化组织的积极性。

这有益于农民参与到乡村公共空间，重建起农民的

价值归属感，也会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奠

定长远的乡村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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